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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市场调控措施及其效果研究 

陈 姝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猪肉市场的调控已成为关系民生和民心的重大问题，也成为政府应对通胀和稳定供应的重大课题。2007 

年起中国政府加大对猪价调控，但猪价的周期性波动却愈演愈烈。作者通过分析可知，针对流通环节的猪肉储备政

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猪价，但针对生产环节的调控措施则无论是在力度上还是方向上都和预期效果产生了较大

的偏差，其综合效果反而加剧了猪价的波动。研究政府对猪肉市场调控措施的效果，作者提出需要将生产环节的调

控措施和流通环节的调控措施分开来分析评价。 

【关键词】猪价； 调控措施；效果；浙江 

【中图分类号】S 8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524(2012)02－0335－08 

在我国消费价格指数 CPI的权重中，食品占第一位(约 30%)，而在食品构成中，猪肉又占极重要地位。因此，在通货膨胀中，

食品价格问题已成为首要问题，而猪肉价格往往首当其冲。中国生猪预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
［1］

认为，一般生猪收购价格涨幅

达到 15%就拉动 CPI 上升 1%。鉴于此，猪肉市场的调控是关系民生和民心的重大问题，也是政府应对通胀和稳定供应的重大课

题。 

从 1985 年我国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至今，生猪收购价和猪肉销售价( 以下统称猪价) 就一直处于周期性波动状态，往往

是“买猪难”之后接着“卖猪难”，“卖猪难”过后又是“买猪难”。猪价的大起大落给消费者和养猪户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从 

2007 年起，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猪价的调控力度，但猪价的周期性波动却愈演愈烈，表现为周期更短、振幅更大。本轮通胀猪价

则创了历史新高
［2］

。为何猪价在通胀中扮演的角色如此抢眼? 为何调控效果如此不力? 便成为本研究的起点和动因。 

关于猪肉市场的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猪价的周期性波动特点及其原因、相应措施等方面，对政府调控措施及其效果的研究

文献报道相对较少。本文在对有关政府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典型规模养猪场和典型生猪散养户实地走访的基础上，对 1993 年

至 2010 年浙江省的有关统计数据建立模型，得到剔除政策因素后 1993 年至 2010 年的猪价(以下简称纯市场猪价)，再与实际

价格进行比较，结合 2007 年至 2011 年相应的调控措施进行分析，研究其有效性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 国内外猪肉生产流通及调控现状 

猪肉生产流通及调控现状世界各国情况各有不同。美国作为世界养猪大国( 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仅次于我国，居世界第

二) ，与我国具有较大的可比性。美国在猪肉生产流通及调控方面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集中度高。1 000 头以上规模化猪场在

上世纪 90 年代已达 65% ，而其猪肉四强的加工能力占行业加工能力的 50% 以上( 丹麦四强占行业 80% ) 。二是政府干预少。

政府干预主要体现在屠宰场管理和药品监督管理上。如其农场采购药物一定要经过药物采购商到专门的药品销售商。所有的药

物销售商都必须经过政府发牌经营，取得牌照的难度非常高。如发现农场使用了违禁药品，首先吊销农场兽医的执照并追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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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农场猪也会被勒令屠杀，取消农场的经营权，再追查到药物流通环节，追究药物经销商、生产商的法律责任，并取消

他们的经营资格。因此，美国使用违禁药品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美国的猪肉生产流通及调控主要依赖市场，不仅通过商品市场，

也通过期货市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生猪期货交易对生猪生产流通起到相当大的稳定作用。养殖者可通过期货交易行情及时

了解未来市场价格走势，合理调整养殖规模，降低生产经营的盲目性; 猪肉加工企业也增强了应对肉猪价格的波动和存储加工

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的能力。三是进出口量大。美国是世界猪肉第三大进口国，约占世界进口猪肉市场的 18% ，同时又是世界

猪肉最大出口国，预计 2011 年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占据 35% 的份额。以此平衡国内生产流通的大起大落，极利于猪肉价格的稳

定，近些年来美国猪肉价格波动未超过 6%
［3，4］

。 

我国目前的猪肉生产流通及调控与美国有明显的不同。其特点: 一是集中度相对较低，养殖规模较小。且加工能力小，前

四强仅占行业 10% 。二是政府参与多。补贴种类多样，资金支持量大，动员力量很强。这就使得政府在干预价格时使力容易过

猛。三是进出比例低。我国猪肉全年进出口仅几十万吨，有时进口仅数万吨，与全年约 5 000 万 t 的产量相比微不足道。 

2 浙江省猪肉生产流通及调控现状 

2． 1 浙江猪肉生产流通及调控情况 

浙江省猪肉生产方式为规模养猪( 50 头以上) 和散养( 50 头及以下) 两种，其中规模养猪户年产量平均占总年产量的 

75% 。规模养猪户生产模式为自繁自育，主要成本为饲料、工资、资本折旧、兽药、污染处理、水电等杂费，其中饲料约占 70% 。

该行业的进入壁垒主要是政府规制和技术限制。政府规制包括营业执照的批准、环境保护和污染物排放的规定以及土地使用许

可等。技术限制则主要为防疫技术。规模养猪户的生产规模主要受场地、资金等限制，一般均低于最优生产规模。市场价格在

长期内对规模养猪户产量有一定影响( 如价格低时加快母猪淘汰速度) ，在短期内基本无影响，调整产量一般需要 6个月以上。

对于规模养猪户来说，政府的补贴和奖励对生产影响不大，且存在游资进入该行业骗取补贴的情况。 

散养户年产量约占总年产量的 25% ，其生产模式部分为自繁自育，部分为购买仔猪进行喂养，相对而言，前者抵抗疫病的

能力较强。散养户的生产成本主要为饲料和防疫支出。近几年由于疫病品种增多，病菌抗药性增强，加之疫苗生产所采取的招

投标方式存在许多问题，疫苗效果非常低下，导致仔猪、肉猪死亡率较高，造成巨大损失。在自繁自育的情况下，散养户的年

产量由母猪自然生育决定，而母猪头数则由场地、人力限制和政府规制决定，主要为猪栏搭建和污染处理等方面问题。猪价波

动时散养户会适当调节产量，生产调整周期约为 6 个月。财政补贴在目前的补贴制度下容易被截留，相当部分的散养户实际上

拿不到补贴，因而财政补贴对于散养户的影响不如预期。对大多数散养户来说，生猪的销售价格往往是在与邻近养猪户信息交

流后自行决定的，一般并不清楚市场价格的公布渠道和专业信息提供平台。 

对猪肉市场的调控措施主要作用于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生产环节主要是标准化、规模化猪场建设补贴，能繁母猪补贴，

粪污处理系统建设补贴和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政策。流通环节主要是猪肉储备，包括活体和冻肉储备。 

近几年猪价的波动基本以 2 至 3 年为 1 个周期。图 1
［5］

为 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7 月生猪收购价和猪肉销售价。从图中可

以看出，两者走势基本一致。2007年之前由于猪价过低，养猪规模急剧缩小，加之疫病盛行，导致 2007年供给严重不足。2007

年 4月起，猪价开始大幅度上涨。2007年 7月 30日国务院下发文件提出一系列促进生猪生产和稳定市场供应的措施，包括建立

能繁母猪补贴制度、积极推进能繁母猪保险工作、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立对生猪调出大县的奖励政策、扶植生猪标准化

规模饲养、加快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等。2009年初猪价开始回落，至 2009 年 6月达到最低谷。2009年 1月 15日国家发改委

等 6个部门联合下发了《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根据有关文件，2009年 7月 2日浙江省启动防止生猪价格过

度下跌二级响应机制，但由于政策时滞，待文件下发政策实施时猪价已开始上升。近期猪价上升并创下历史新高，主要是受到

疫病影响、农村散养户和小规模场退出，以及劳动力、饲料等成本增加的影响，造成供给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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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数据来源、处理及模型构建 

本研究所用数据( 图表、模型) 皆来自浙江的政府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及浙江省统计局等权威机构
［6］

。 

 

猪价的波动主要受到供给方、需求方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猪价分为生猪收购价(单位:元·500g
－1
，记为 P0)和猪肉销售价(单

位:元·500g
－1
，记为 P1)两部分。供给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生产成本和供给量，其中生产成本为每 50kg生猪生产成本(单位:

元·50kg
－1
，记为 C)，供给量为年猪肉产量(单位:万 t，记为 Q);需求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为需求量，由居民总消费水平指数

(1978=100，按可比价格计算)近似替代(记为 IRCL);物价水平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100)近似替代(记为 CPI)。数据均来自

有关政府部门和浙江统计年鉴。此外，由于 1993 年之前的猪价获取有困难，故样本选择从 1993 年至 2007 年，共 15 年。若模

型中的解释变量数目(包括常数项)不大于 5，则从最小二乘原理和最大似然原理出发，该样本容量满足最小样本容量标准。 

首先假设 P0=β0+β1×C+β2×Q+β3×IRCL+β4×CPI，经 Eviews软件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后发现可决系数和 F值较大，但 PRO，

IRCL，CPI 前的系数的 t 检验值均较小，即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经逐步回归法处理后可知拟合得最好的是 P0=－

0.753408+0.01195C+0.000632IRCL，可决系数和调整过的可决系数分别为 0.930749以及 0.919207，F值 80.64132，t检验值分

别为 9.864910 和 9.864910。 

此外，又假设 lnP0=β0+β1×lnC+β2×lnQ+β3×lnIRCL+β4×lnCPI，同理经回归后可知拟合得最好的是 lnP0=－

5．470646+1．057404lnC+0．096110lnIRCL，可决系数和调整过的可决系数分别为 0.949453 以及 0.941029，F 值 112.7017，t

检验值分别为 12.24151 和 2.197052。相比较而言，该回归结果优于前者，故选取该回归结果作为 P0 的决定式，即 P0=e
－

5．470646
C
1．057404

IRCL
0．096110

。 

同理，可得 P1=e
－4．125053

C
0．949491

IRCL
0．055756

，可决系数和调整过的可决系数分别为 0.967192 以及 0.961724，F 值 176.8824，t

检验值分别为 15.85087 和 1.83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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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 2008年至 2010年浙江省每 50kg生猪生产成本分别为 564.28元，531.54元和 568.85元，2008年和 2009年的浙江省

居民总消费水平指数分别为 1469.7 和 1646.0，2010 年浙江省居民总消费水平指数获取有困难。但由《2010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 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实际增长 3.1%，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实际增长 9.4%，

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可知，浙江省城镇人口占 61.62%，农村人口占 38.38%，故可大致估计 2010 年浙江省居民总消

费水平比上年增加了 3.1%×61.62%+9.4%×38.38%≈5.52%，即 2010 年浙江省居民总消费水平指数约为 1646×(1+5.52%)≈

1736.8。由 Eviews软件的预测功能可得 2008年纯市场生猪收购价约为 exp(1.92950177314)≈6.886元·500g
－1
，纯市场猪肉销

售价约为 exp(2.29711060998)≈9.945元·500g
－1
，2009年纯市场生猪收购价约为 exp(1.87718681504)≈6.535元·500g

－1
，纯

市场猪肉销售价约为 exp(2.24667405832)≈9.456 元·500g
－1
，2010 年纯市场生猪收购价约为 exp(1.95408005632)≈7.057

元·500g
－1
，纯市场猪肉销售价约为 exp(2.31407980343)≈10.116元·500g

－1
。 

2．3分析与结论 

图 2 为 1993—2010 年纯市场猪价与实际猪价的比较。1993 年至 2007 年的纯市场猪价即为第三部分所得的总体回归函数的

相应函数值，2008年至 2010年的纯市场猪价即为第三部分所得的预测值。由于 1993年至 2006年政府对猪价的调控力度较小，

即使 2007年下半年国务院下发文件提出一系列促进生猪生产和稳定市场供应工作的措施，也由于政策时滞等影响，最终对 2007

年全年平均猪价影响不大，故认为 1993 年至 2007 年纯市场猪价与实际猪价之间的差值是由随机干扰项造成的，没有政策因素

的影响，而 2008年至 2010年纯市场猪价与实际猪价之间的差值除了随机干扰项的影响，还有政策因素的影响。 

 

由图可知，2007 年之前的实际猪价基本上围绕纯市场猪价上下小幅波动，而 2007 年之后两者差异明显增大，波幅明显增

加。这说明，2007年至 2011 年政府对猪肉市场的主要调控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猪价的波动。 

作者认为，研究政府对猪肉市场调控措施的效果，需要将生产环节的调控措施和流通环节的调控措施分开来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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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流通环节来说，在猪价低落时增加储备，在猪价高涨时抛售储备，这确对稳定猪价具有一定效果。但目前储备肉的数

量和居民庞大消费量相比显得十分微小，猪价本身很难因为微不足道的储备肉投放而下降。因此，目前投放储备肉的真正意义

在于其给市场的信号，而不在于价格本身。并且，此价格信号的作用也会因媒体报道的力度而有大小。一旦市场认定价格还将

继续大幅上涨，或需求远大于供应，投放储备肉的信号就会被忽略，政府调控也就难以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如 2011 年 7 月

政府储备肉的投放，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 

 

对于生产环节来说，调控措施则无论是在力度上还是方向上都和预期效果产生了较大的偏差，其综合效果反而加剧了猪价

的波动。具体可从三方面来分析: 

一个是政策方面。2007 年下半年猪价大幅上涨，部分原因是 2007 年之前猪价过低，养猪规模急剧缩小，部分原因是疫病

盛行。而从 2010 年 5 月起的这一轮猪价上涨，则主要是受到疫病的影响。在实地走访中了解到，新病种不断出现是一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疫苗和药物的质量低下，许多猪打了疫苗之后照样患病，吃的药也几乎不起作用。目前我国对生猪的疫苗和药物

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养猪户须到指定地点领取、购买疫苗和药物，不得使用其他疫苗和药物，而该指定疫苗和药物的供应商则

由招投标方式决定。招投标本身是防止腐败和保证疫苗药物质量的重要措施，但实际实施过程又成为腐败滋生和质量低劣的温

床。由于实践中人们避谈招投标问题而仅强调疫病猖獗，疫苗和药物质量低劣问题始终没能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此

外，政府补贴面过于宽泛，在有限财力下势必导致补贴额相对较少。补贴额较少也是散养户补贴容易被截留、规模养猪户补贴

对生产影响较小的重要原因。对前者来说，为获取如此小额的补贴而四处打听消息，去管理部门争补贴得不偿失; 对后者来说，

为得到与巨大成本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的补贴而改变自己基于对市场趋势、自身条件而确定的养殖规模也没必要。因此，目前生

产环节的补贴政策未能很好地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一个是价格方面。猪肉价格信号的变化及其市场反应是一个自然的周期性过程，政府介入必然会影响这个过程。猪价上涨

时，实际上已经对养猪户发出了增加产量的信号，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调控措施，大约 6 个月后仔猪可以出栏时，猪肉价格必

然会因为供给的大量增加而下跌。如果政府在猪价高涨时强化促进生猪生产的有关措施如提高母猪补贴等政策，便会强化增加

养殖的信号。由强化信号而引起的养殖量增加得越多，约 6 个月后出栏的生猪也将越多，从而对价格下跌的推波助澜也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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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猪价下跌时呢? 根据近些年政府调控的实际，政府在猪价下跌时在生产环节所采取的调控政策仍然是鼓励生猪生产，而不是

停止鼓励或抑制生猪生产，其理由是对冲价格下跌信号对未来市场供应的影响。这样的操作在实践上只能造成两种情况，或者

是政府政策作为调节信号失效，或者是市场价格信号与政府调节信号打架。 

还有一个是时滞方面，即市场信号与政策信号的时间差。在猪价周期性变化的下半周期初期，是上半周期市场信号的作用

开始显现的时期，其对市场价格的顶托或压抑相对缓和。而过了 1 至 2 个月，当顶托或压抑逐渐强化时，上半周期政策信号的

强化作用开始显现。两股力量的叠加必然导致对市场价格的巨大冲击，这不仅造成价格对均衡的更大偏离，延长了价格高涨或

大跌的时间，而且还给了养殖户、政府、行业管理部门一个并不完全真实的需求信号，为下一轮市场供求关系和政府调控埋下

了隐患。据有关部门介绍，从中央下发文件到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一般需要 1 至 2 个月时间，而各项措施主要是通过调节生产

环节中的生猪产量来调节市场供应，从而影响市场价格的。由实地走访可知，调整产量一般需 6 个月以上，因此从各项措施落

实到位到真正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又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2007 年猪价大幅上涨，2007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下发文件提出

一系列促进生猪生产和稳定市场供应工作的措施，此时猪价正处于急速上升阶段，但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这一系列措施真正

发挥作用至少是在 2008 年 3月之后，而 2008 年 3月猪价到达顶峰，4月起猪价一路下跌，政府刺激生猪生产的调控措施无异于

雪上加霜。目前猪价过度上涨，2011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出台促进生猪生产、防止价格大幅波动的一系列措施，很可能又会在不

久之后为猪价的下跌推波助澜。 

3 建议 

3． 1 转变政府调控方向，增强流通调节能力 

在生产环节，以优化生产环境、鼓励科学养殖为目标，将政府因市场价格变化而采取的调节性政策转化为发展生猪生产的

稳定的基础性政策，减少临时性干预。在流通环节，以适时适度、科学有效为目标，将一些救火式的临时措施转化为与市场价

格严密挂钩的制度性措施，大力强化调节能力。要使储备肉能真正适时有效地起到强大的“蓄水池”作用，可以根据猪粮比价

确定标准猪价，实际猪价与标准猪价的差额占标准猪价的比例作为偏离度，将储备数量与偏离度相挂钩，适时调节储备数量。

这样就能做到在猪价下跌时逐步有序地增加储备，在猪价上涨时逐步有序地抛售储备，从而随时能对猪价的涨跌起到缓冲作用。

对于储备本身，要确保基础储备，加大临时储备; 活体依然为主，冻肉比例要增加。 

3． 2 改变疫苗供应方式，强化疫病监督管理 

取消疫苗兽药的招投标方式，采用市场供应方式。由政府主导，建立疫苗兽药供应网络，供养猪户自由选择和便利购买。

而政府则通过极为严格的行业信用制度和准入制度，定期公布信用等级，定时审查行业许可，及时清退不合格供应商来进行监

督调控。这样，既有利于政府专注监督调控，又可避免以采购权寻租的嫌疑。应规定防疫检疫部门及供应商有责任向养猪户特

别是散养户义务普及防疫、隔离、疫病处理等知识并进行技术指导，鼓励生猪散养户采取自繁自育的生产模式。完善疫情监测、

疫情报告和疫情处理体系，建立疫情责任制度和举报制度，将疫情处理和责任人、举报人的奖惩联系起来。既要加强对疫苗兽

药生产环节的监管力度，也要加强对疫苗兽药使用环节的监管力度。所谓“质量低劣”的原因，虽然主要在于生产和供应环节，

但也存在于保管、应用、期限等使用环节。因此，政府要抽出资金大力支持防疫药品的科学研究，同时要强化和细化疫病监督

法律法规的制定，加强执行力度。 

3． 3 整合信息收集能力，增加信息实际效用 

有关猪肉方面的信息应该是多方面的，有价格、政策、养殖、宰杀、存栏、出栏、疫病、药剂、保险、检验等。生猪生产

者应能从猪肉生产流通的各有关方面，包括政府自身、行业管理部门和养猪户，全面及时便捷廉价地获得这些信息，既是政府

与行业管理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促进生猪生产科学化和防止价格大起大落的基础性保障。但经作者调查得知，有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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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信息的掌握未必全面及时，很多生猪散养户更是知之甚少。因此，要加强生猪生产流通的信息化建设，整合信息收集能

力，增加信息传递路径，增强信息实际效用。有关生猪生产流通的信息对于政府或行业管理部门来说固然重要，但对养猪户来

说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因此，可借助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短信等多种手段，使汇聚于管理部门的信息及时传递到生产

流通一线，而不是沉淀、衰减或误时。要强化养猪户特别是散养户对于信息的重视和运用，同样的信息重视和不重视区别很大。

可通过品牌企业或龙头企业在对散养户进行技术指导的同时进行信息指导。 

3． 4 扶植龙头品牌企业，促进产业规模发展 

扶植龙头企业，提升生猪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水平，延长生猪生产的产业链。通过公司加散养户、合作社加散养户等形式将

散养户的生猪生产纳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龙头企业对猪肉及其制品的市场行情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其抗风险能力、科技化水

平、品牌意识和质量意识都比较强。由龙头企业承担饲料供应、养猪技术指导和屠宰、销售以及加工，有利于广大养猪户增强

抵御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提高猪肉供应的稳定性，也有利于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而随着生猪和猪肉制品产业链的延长，

价值也会不断增长，同时对价格涨跌的传导也会减弱
［7］

。 

3． 5 重视中小规模养殖，全面提高经营能力 

中小规模养殖是符合我国目前情况的基本养猪模式，具有增加就业和收入、提高养殖数量、节约利用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要通过科学化、标准化、组织化全面提高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经营水平。当前科学化重点要解决选种育种、饲料配制、养殖方

法、卫生防疫与合理用药问题，进一步在思想观念、猪场选址、规划布局、场舍设计、管理方法等方面提高科学化水平。应整

合资源，大力推动标准化建设和改造，尤其是猪场规划、猪舍建造、养殖技术、污物处理和配套服务的标准化，提倡和推广综

合利用、良性循环、健康生态。要大力提高组织化程度，并使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和养猪协会进一步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

用，以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联系联网联合联动、互利合作共同提高的平台作用。 

3． 6 加大进口出口调节，尽快实现期货交易 

在逐步减少政府干预的同时，要增加两个市场的调节，一个是利用国际市场来进行调节，一个是利用期货市场来进行调节。

众人皆知三角形的稳定性，同样道理，商品市场、期货市场和国际市场三个市场的综合调节运行，应是猪价保持长期稳定的选

择。比如生猪期货，能为生猪市场提供未来 1 年到 1 年半时间内的价格预测信息，帮助生猪养殖户和屠宰、加工企业有效回

避价格波动风险，锁定预期利润。养猪户可参考期货未来价格实现“先卖后养”，保证收益; 规模化养殖企业可依据生猪出栏进

度与成本，在期货市场适时分期卖出，实现“先卖后养”和“边养边卖”，提前锁定销售价格; 屠宰企业可通过期货市场分批购

进生猪，既保障原料稳定供给，又提前锁定采购成本。我国大连商品交易所生猪期货至今未能开设或许与生猪养殖的规模化、

标准化有关。规模化、标准化与期货化是相辅相成的。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对于开展期货交易当然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期货交

易对于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4 讨论 

虽然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政府调控措施的综合效果反而加剧了猪价的波动，但政府的调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作者认为在模

型建立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样本数据太少，代表性不够。其次是样本数据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会

对参数估计产生一定的偏差，同时，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回归后又有可能丢失了重要变量。第三，由于纯市场猪价是根据 2007年

与之前的数据回归出来的，所以纯市场猪价和 2007 年之前的数据拟合得比 2007 年之后的数据要好，可能是由于系统问题而不

是政府调控的结果。最后，除了政府调控措施之外，其他市场环境因素也可能对猪价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模型中并没有体现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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